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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散乱污企业”属于企业环境行为研究范畴，是当前环境治理实践的重中之重，然而当前研究

对其关注不足且未形成固定的学术概念。本文基于华北农村地区的案例研究，从生活环境主义视角，将

其重新命名为“生计型类企业”。此类企业宏观上是大气污染的重要致因，微观上对局部生态环境和居

民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作为居民的主要生计方式，生计型类企业对家庭收入、社会交往、婚嫁、教育等方

面具有深刻影响，并且衍生出兼具亲环境( 节约资源、废物利用) 和破坏环境( 超标排放、忽视污染) 两种

矛盾属性的生活方式 ，促使经营生计型类企业的合法性观念通过权力结构、关系网络不断巩固形成地方

性文化，这正是导致环境治理困境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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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企业环境行为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议题。不同市场制度环境下———包

括政府规制①、消费者对清洁产品的追求②、国际市场环境③等，不同性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④

以及不同规模———大型企业和小微企业⑤在环境行为上都有不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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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类型企业中，有一类企业在当前的环境治理中日益受到关注，那就是“散乱污企业”①。
一方面，由于重点污染源企业通过生产技术改造、节能减排、实时监控等措施减少了排污总量，环

境治理的重点转向了这些“散乱污企业”; 另一方面，“散乱污企业”具有体量庞大、污染严重、隐蔽

性强、社会关注度高的特点。体量之大，体现在仅“2+26”②城市已有 17 万家以上的“散乱污企

业”③; 污染之重，体现在“散乱污企业”的治理对 PM2．5 下降贡献率高达 30%④; 隐蔽性强，体现在

“散乱污企业”散落于农村和城郊地区，且设备简单移动灵活; 社会关注度高，体现在“散乱污企

业”的从业者大多以此谋生，对于该类企业的治理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综上所述，“散乱污企业”及其环境行为具有学术和现实双重意义，对其开展进一步研究，首先

需要回答现实和理论层面上的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这一研究对象的定义、内涵和外延以及判断标

准是什么? 第二，“散乱污企业”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有何不同，有何特性? 第三，“散乱污企

业”的环境行为和环境影响如何? 可以用何种理论视角进行分析? 为回答以上问题，笔者从 2015
年 7 月起，在华北农村地区围绕塑料行业的“散乱污企业”进行田野调研。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

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方法，选择位于华北地区的 D 市农村作为田野观察点，具体包括椆村和楠

村⑤两个村庄，选择该地主要基于典型性的考虑，典型性即集中体现某一类别现象的共性特征，可

以分为三种类型，即普遍现象的共性类型、反常 ( 或离轨 ) 现象的共性类型和未知现象的共性类

型［1］，简言之是集中性、极端性和启示性。一个个案往往具有多重特征，从多重维度审视这些特征

可能兼具不同的共性类型，本研究选取的个案属于“普遍现象的共性类型”。
我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形成了一些大规模的塑料回收集散地，D 市所在地区即是其中之一，

该地从事废旧塑料加工的手工作坊具有“散乱污企业”的一般特征和属性: 一是这些手工作坊散乱

分布于农村地区并且位置隐蔽，治理成本较高; 二是这些手工作坊以家庭院舍为工作场所，不符合

产业布局规划，属于违规经营企业; 三是这些手工作坊的设备及工艺十分简单，缺少污染防治设施

或污染防治设施不完备。因此，研究 D 市废旧塑料加工行业手工作坊的治理实践对“散乱污企业”
的治理具有典型性。

与此同时，这一案例集中体现了谋生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一方面，务农是 D 市传统的生计来

源，但是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农业收入已经无法满足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调查显示，2017 年 D
市家庭年均务农支出为 5 185 元，年均务农收入为 6 696 元，盈余为 1 511 元⑥。在当地缺少就业机

会的情况下，D 市村民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经营手工作坊，或通过为手工作坊打工获得额外收入。另

一方面，大量的手工作坊因为缺少污染处理条件，造成了大量的污染，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存环境。
上述谋生和环境保护的两难困境，是个体层面上经济与环境矛盾的集中体现。除此之外，选择该地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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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乱污企业一般是指未经审批、不符合规划、排放不达标的小微企业，这一定义的由来和现存问题将在下文中具体论述。
“2+26 城市”是我国政府在大气污染防治中提出的概念，代表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以

及其保定、太原、济南、郑州等城市。
参见: 生态环境部．环境时评: 零容忍整治“散乱污”，https:∥mp．weixin．qq．com /s / i1－J6v8QxI7dZCao0OfXLA．
参见: 生态环境部．环境保护部召开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散乱污”企业整治暨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阶段总结现场会，

http:∥www．gov．cn /xinwen /2017－11 /23 /content_5241742．htm．
除特别注明外，本文的研究资料及相关数据都来自实地调查，文章对资料进行了匿名化处理，村庄名称为化名。
数据来自 D 市农村社会概况调查，是“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与治理转型———河北 D 县农村百年演变的调查研究”项目成果之一。



有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D 市处于京畿要地，其社会发展与变迁深受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影响。例如，在宋代，

该地的军事位置受到重视，经济带有军事色彩; 明清时期政治中心北移，该地的交通业和集镇经济得

到很大的发展［2］。当前，D 市属于被称为“千年大计”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区域，这一地区的发展

具有了更为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对 D 市的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这

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征。
第二，废旧塑料加工村与当前 D 市的整体特征具有一定差异。有学者认为社会转型加速期的 D

市，与中国整体社会一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出表现为农业市场化、劳动力流动、思想意识转变、出
现农村劳动力市场。首先，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机械化程度不断加深，形成了奶牛、生猪、蔬菜、花
木四大特色产业; 其次，大量农村劳动力长期外出就业，原来仅仅需要家庭劳动力即可完成的生产工

作开始依赖家庭外劳动力，传统的建立在“换工”和互助基础上的社会支持网络受到极大冲击，因此

农村劳动力市场开始萌芽; 再次，D 市在历史上就具有较强的流动性，根据 2003 年 D 市“非典办”的

统计，当时外出务工人员已经超过九万人，他们年初外出年末返乡过着“候鸟式”的生活［3］。但是，以

椆村为代表的废旧塑料加工村却与 D 市整体情况十分不同，大部分村民由于从事废旧塑料加工，农

业市场化的特征并不显著，劳动力的流动性相较于其他地区较低，这种变异能够显示出行业对整个社

会生活的塑造。
第三，D 市体现出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治理结果的显著性。D 市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体现在其地

理位置、主要产业、燃煤量和空气质量方面。在地理位置方面，D 市位于华北地区中部偏西，太行山东

麓，太行山阻挡了西北风，不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 在产业结构方面，D 市第二产业比重最大，也是废

旧塑料、炼油、钢网加工、防水卷材制造等传统“三高”( 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 产业的汇集地; 在燃

煤量方面，D 市年均燃煤量是周边地区的 4 倍; 在废弃排放物方面，该地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约 110 吨，

氮氧化物 135 吨，粉尘 157 吨。从治理结果上看，D 市建立的产业园区率先提出的网格化治理，在大

气污染防治方面的工作，受到了环保部表彰，各地环保局及其他部门纷纷学习效仿①。就推论范畴而

言，D 市的环境治理，对华北地区的基层环境治理具有最直接的借鉴意义。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及客观陈述法收集资料。具体而言，访谈主体包括环保局工作人员、相关部

门工作人员、乡镇及“村两委”工作人员、企业主及员工、村民。第一，对环保局访谈，主要围绕环保局

的机构职能、对“散乱污企业”的环境治理历程及改进的建议等。第二，对其他相关部门的访谈，主要

围绕与企业环境治理相关的工作内容、对环境治理的认识和建议。第三，对乡镇及“村两委”工作人

员的访谈，主要了解“散乱污企业”治理的实践情况，对环境治理的认识、环境政策施行的阻碍等。第

四，对企业进行访谈，侧重从业者与环境治理者的互动过程。第五，对村民的访谈，侧重了解村民经历

的环境治理事件过程，对“散乱污企业”的态度与污染应对方法。

三、从政策话语到学术概念

自国家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行动以来，“散乱污企业”成为政府政策文件中的高频词语。“散

乱污企业”的判断标准主要包括环境行为和制度环境两个维度的三个核心要素，即“规划”“审批”和

“排放”。例如，《河北省集中整治“散乱污”工业企业专项实施方案》将“散乱污企业”界定为: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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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资料来自环保局工作人员的访谈记录，由笔者参照政府工作报告、相关工作资料、网络资料等进行信息核准。



产业政策，不符合当地产业布局规划，未办理工信、发改、土地、规划、环保、工商、质监、安监、电力等相

关审批手续，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企业。这一界定对于初步认识和治理散乱污企业具有一定积极意

义，但是在实践中存在因含混不清而难以判断的问题。对此，有研究通过梳理天津、石家庄、太原等地

的政策文件，指出由于现有定义未指出“规划”“审批”和“排放”三个核心要素的充分必要关系，导致

治理过程缺少判定标准进而产生一刀切和不彻底的偏差［4］。
学界在使用“散乱污企业”这一词语时，大多将其当作默会知识指代上述情形。在研究此类现象

时，尚无统一的概念，通常使用的有产业集群①、小微企业②、手工作坊③和“散乱污企业”④。这些概念

放在具体的研究中是恰当的，但在尝试将“散乱污企业”形成更大的现象群进行抽象和归纳时，则会

发现这些概念或是突出了某个特点而忽视了其他特征，或是边界模糊在遇到其他具体现象时难以判

断:“产业集群”突出了其聚集在一处形成产业群的特点，但是并未关注其环境后果; 小微企业突出了

其单个企业从业人员少、营业收入少和资产总额小的特点，但是忽视了尚未注册登记的现象，并且在

操作中存在名录信息不全、样本稳定性差等诸多问题［5］;“手工作坊”较好地体现了其缘起但并未揭

示其本质特征。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学界对“散乱污企业”的关注与其本身的重要性存在较大落差，

而仅有的代表性研究几乎都关注本土经验，在与国际研究对接时无法找到对应的学术概念［6］。上述

概念的不足或缺陷对相关研究之间的对话和进一步推进造成了不便。因此，下文尝试从性质、特征、
行业三个方面对“散乱污企业”这一政策中的词语和上文所述的经验现象进行概念化。

从性质上看，“散乱污企业”的实质是一种“类企业”。“散乱污企业”与企业的相似之处在于运

用土地、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并向市场提供商品，因此，从参与经济活动的角度看，二者具

有相似性。“散乱污企业”与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企业是一种组织形态，而“散乱污企业”不具备构成

组织的要素，这种“企业”大多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手工作坊的形式运营，家庭劳动力不足时

会选择临时、小规模地雇佣本地工人，这种雇佣更像是传统农业生产中的“换工”，不同于现代企业中

正式、稳定的雇佣关系。
从特征上看，散、乱、污是“散乱污企业”的主要表征。“散”是指不在工业聚集区内，较为分散⑤;

“乱”是指不符合城镇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布局规划，且多为无证无照、证照不全、违法建

设、违规经营;“污”是指无污染防治设施或污染防治设施不完备，不能对产生的污染物进行有效收集

和处理，不具备达标排放能力，其中，“污”是政府开展环境治理的直接原因，“乱”是影响市场规范化

建设的重要方面，“散”是导致治理成本较高的主要原因，因此对“散乱污企业”的整治是国家治理、环
境治理的重中之重。

从所属行业上看，“散乱污企业”包括有色熔炼加工、橡胶生产、制革、化工、陶瓷烧制、铸造、丝网

加工、轧钢、耐火材料、碳素生产、石灰窑、砖瓦窑、废塑料和石材加工以及涉及涂料、油墨、胶粘剂、有
机溶剂等使用的印刷、家具制造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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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李胜兰．集群的社会关系性嵌入依赖与集群锁定研究［J］．暨南学报(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 ，2007，29( 5) : 13－18．
参见: 周妮笛，李明贤，伍格致，等．农村小微企业主社会网络构建的影响因素分析［J］．湖南社会科学，2016( 2) : 135－140．
参见: 覃成林，李二玲．中国内地农区产业集群研究: 以河南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7，26( 4) : 1－6．
参见: 彭菲，於方，马国霞，等．“2+26”城市“散乱污”企业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治理成本评估［J］．环境科学研究，2018，31

( 12) : 1993－1999．
上文提到产业集群的“集”与此处“散乱污企业”的“散”，看似矛盾其实是因为观察视角不同。从区域或村落的角度看，从一户

到一村、成群成片是“集”; 从国家或省市的角度看，相较于成规模的产业区，它们是一小群一小片地分散在各个城郊和农村地区，手

工作坊杂糅在居住区内，难以分辨。



综上所述，本文对“散乱污企业”这一政策话语进行学术界定，将其定义为坐落于城郊地区、基于

生计需求而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工业生产经营活动并形成环境效应的类企业，此类企业因布局分散、不
合规划、不具备达标排放能力而面临制度环境困境，是当前环境治理的重点。

四、“散乱污企业”的兴起与环境影响

“散乱污”是 2017 年国家在治理工业企业时方才提出的概念，但是所指内容至少可以追溯到乡

镇企业蓬勃兴起之时，因为严格意义上讲，散布在农村地区的“散乱污企业”属于乡镇企业①的范畴，

其发生发展与乡镇企业的整体趋势是一致的。
根据 1995 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的数据，乡镇工业主要以轻纺和一般加工工业为主，1985 年第

二次全国工业普查至 1995 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的十年间，乡镇工业发展规模急剧扩大，在全国工

业中的份额显著提高。1995 年末，全国共有乡镇工业企业和生产单位 651．8 万个，比 1985 年增加

190．9 万个; 从业人员 7 300．5 万人，比 1985 年增加 3 512．3 万人; 工业总产值 38 933．3 亿元，比 1985
年增长 12．5 倍，平均每年增长 29．7%②。乡镇企业规模之大、涉及人数之多、发展速度之快可见一斑，

其中的“散乱污企业”因为工艺简单、运营成本较低，是最容易在农村地区推广和发展的类型之一。
一位乡镇干部对 D 市塑料“散乱污企业”的发展介绍到:

“这个塑料发展，是随着国家经济，如果咱们画曲线的话，应该是平行或正相关的，20 世纪 80 年

代咱们有什么塑料制品呀，基本上就没什么塑料制品。90 年代咱们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咱们加速发

展的时期，塑料消费( 增加了) ，有消费肯定要产生废旧塑料。所以这个产业是跟着这个来的，现在咱

们离不开塑料了，穿的衣服、穿的鞋。原来 80 年代还纳鞋底儿呢，都是用输送带割一块上边弄的，所

以说跟国家这个经济发展有关。在 1990 年年代到 2000 年这一段，是加速发展期。从 2000 年到 2010
年，这是一个高潮期，它这个发展基本上是这个过程”。( 访谈对象: 椆村镇宣传部长，WCQ，男)

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引发了学者的热烈讨论，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学界对乡镇企业开展了诸多

研究，根据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将其区分出三种类型，分别是以集体所有制和政府经营为特点的“苏南

模式”、以家庭加工业和贸易为特点的“温州模式”和以大量引进外资为特点的“珠江模式”［7］。本研

究关注的 D 市农村废旧塑料加工企业近似于“温州模式”，主要以家庭作坊为主要形态，这种形态下

无论是两口之家，还是包括父母、子女甚至兄弟姐妹在内的大家庭，成员之间都以分工协作的形式完

成生产和生活照料，手工作坊的收入是整个家庭唯一的生计来源。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显示，20 世纪 80 年代初 D 市有几家农户从城

市收购聚乙烯类废旧塑料，向邻县的回收公司或再加工工厂交售，后来 D 市村民便自己购置设备，把

收来的废旧塑料制成颗粒出售给加工企业，再然后便发展成自己动手制作再生塑料制品，如鞋底、拖
鞋、塑料管、塑料棒、塑料盆等。几户带一村，一村带一乡，到 1991 年，椆村所在乡镇的塑料加工户已

占全乡总户的 70%，全市总计有 100 多个塑料加工摊点，从业者 3 500 多人，年产值达2 200 万～2 300
万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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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将乡镇企业定义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 包括所辖村) 举办的承担支

农义务的各类企业。尽管诸多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特指集体所有的企业，但合作企业、个体企业、家庭作坊等所有建立于乡镇范围

内的企业都应属于其中。
资料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http: ∥www． stats． gov． cn / tjsj / tjgb /gypcgb /qggypcgb /200203 /

t20020331_30467．html．



D 市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农业手工业阶段，古代 D 市气候适宜、土
壤肥沃、农业发展较快，到了殷周时期开始出现手工业，村民大多采集河里面的芦苇编制苇席; 第二个

阶段是集群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当地河水干涸不再生长芦苇，村民开始大规模地从事废旧塑

料加工，此后空气、水源等自然环境急剧变化; 第三个阶段是转型阶段，该地建立再生资源产业基地，

“散乱污企业”有的搬入园区继续生产，有的转行改业，原有的污染环境的生计方式转型为亲环境的

生计方式。
D 市发展的第二阶段造成的环境后果最为显著，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健康损害等方面。在大

气污染方面，2013 年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以“X 市废旧塑料污染何时休”为题进行了报道，“在周

边的几个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根这样的烟囱。因焚烧加工废旧鞋底和炼铝造成的滚滚浓烟，

笼罩在整个村镇的上空，不断有黑色的粉尘向下飘落，焚烧胶皮产生的刺鼻气味迎面扑来，令人窒

息”①。在水污染方面，访谈时 D 市村民告诉笔者，村里经济条件较好的村民都不饮用本地水，而是购

买纯净水和矿泉水。在健康方面，笔者住在 D 市时，发现呼吸道疾病十分常见，有的病情较轻也不在

意，有的比较严重比如睡觉时候难以呼吸、吃饭“呛饭”等，村民到市里医院检查，但是检查不出结果。
不仅如此，该村妇女怀孕后一般会外出生产，否则容易出现“流产”“死胎”现象。

由此可见，“散乱污企业”不仅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还严重威胁到当地村民的健

康，那么村民为何在国家严令禁止的情况下仍坚持从事该类生产? 生活环境主义理论为我们理解这

一现象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视角。

五、生活环境主义视角下的“散乱污企业”

生活环境主义理论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由日本学者鸟越皓之等提出的环境社会学理论，以解决

实际问题为取向，强调从生活者的角度理解和解决环境问题［9］。生活环境主义理论启示我们在理解

和处理环境问题时，重视当地生活者的生活实践活动以及由此得出的对环境的态度［9］。
从生活环境主义理论出发，需要明确“散乱污企业”在村民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及其与村民

生产生活其他方面的相互作用。笔者对村民的生活实践进行调查发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散乱污

企业”已经成为 D 市村民主要的生计方式，这种生计方式嵌入并且形塑生活的各个方面。

表 1 2016 年 D 市农民家庭收入统计( N= 1 146)

收入 /元 比例 /%

无 1．3

1～12 000 24．0

12 001～36 000 37．7

36 001～60 000 24．8

60 001～100 000 9．6

100 001～200 000 2．1

200 000 以上 0．7

数据来源: 2017 年 D 市农村社会概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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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 搜狐网，《经济半小时》: 新乐市废旧塑料污染何时休? http:∥news．sohu．com /20130620 /n379344201．shtml．



首先，是家庭收入。如表 1 所示，D 市农村地区家庭收入大多在 6 万元以下，收入主要来源是务

工，而从事废旧塑料加工的收入则远高于此。访谈发现，从事废旧塑料加工的家庭收入由于生产环

节、规模大小和市场行情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从事前期回收分拣环节的家庭，一年的收入

是“十来八万”; 从事加热出粒环节的家庭，一年的收入是“二三十万”; 也有村民提到经济景气的时

候，有些“大户”能收入“百八十万”。村庄内除了企业主，还有许多村民通过给这些企业打工获得经

济收入。在废旧塑料加工过程中，需要使用人工的主要是破碎废旧塑料，按照当地的用工价格，每破

碎一吨废旧塑料的收入为 100 元，一个工人一天大概可以破碎 4 ～ 5 吨，也就是每天 400 ～ 500 元的收

入，当然这样的工作不像规模化企业的流水线生产一样天天都做，而是根据企业的收料情况和销售情

况而定，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即便如此，一年下来，这样的经济收入相较于农业收入来说也十分可观，

因此逐渐代替农业生产成为了村民的主要的生计方式 。

其次，是社会交往。社会交往是村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的内容，废旧塑料加工不仅是人们的劳动形

式，更因此形塑着社会交往活动。村子里因为塑料而产生纠纷，也因为塑料而产生情义。
“俺们村里有一个送胶粉，他常年给人家送着了，人家就没欠过账，人家开场子一直供着他( 货) ，

去了就给他结了( 现金) 。后来俺村里有一个，也是开同样场子的，他料销不出去。他看( 别人) 一车

一车朝外拉，他就赶他送料的时候，他就跟着，在后头跟着去了。去了等着人家把货卸完了，俺村后头

跟着这个，就去了，他说我这一吨，降多少钱啊，我叫欠着，你要我的吧。你想开厂子的，你本身要的人

家的多，给你多掏十块二十，这人家还( 卖价) 少又让你欠着( 钱) ，肯定用这个人的。就这么吵起来

了，两家闹矛盾呗。后来导致的这俩人，谁也不给谁算账了”。( 访谈对象: 椆村村委会干部，CX，女)

当废旧塑料加工成为人们的主要生计方式时，在生意中具有更多资源、更多人脉的人就更受欢

迎，人们愿意跟他相处，以便对自己的生意有所帮助。
“大场子做买卖比较多的，做得比较大的，你在别的场子出了产品可以给人家。你有销不了的，

可以给他，但是他从中得有利。再有的话，就是去吃饭，给家里办个事也有，有什么活，他不在家了，帮

人家弄一下去，就是这种情况”。( 访谈对象: 椆村村党支部书记，JKJ，男)

再次，是择偶婚嫁。从事废旧塑料加工的村庄虽然环境较差，但是用村民的话说，“经济比较活

跃”，生活水平比其他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高，因此村外的人愿意出嫁或者入赘到村里，嫁到本村

的媳妇经济条件能够得到保障，入赘到村里的姑爷就有了干事业的第一桶金。村民 T 家里有两个女

儿没有儿子，大女儿嫁到村外，二女儿留在村里和父母生活，二女婿是从承德招上门养老的。
“姑娘还是愿意嫁给做买卖的，蒸鞋底①挣钱，外边村里也愿意嫁到咱们村儿。村里外来的不少，

原先是四川的，再就是周边村的。他别处发展不了，挣的钱少，( 这村) 就是空气不好。闺女一般都不

想出村儿，在本村找，找个有点毛病的也行，她尽量找，她也不愿意出去，她就觉着这个地方经济活跃。

上门女婿要双方同意，有的是男方家庭条件差了，没有钱娶媳妇，招你去，去吧上人家，这种情况

比较多。招当地女婿的不多，大部分都是上外地招。俺们这儿，上门女婿在这儿落户的多了”。( 访

谈对象: 椆村村民，CGQ，男)

姑娘不愿意嫁出去和上门女婿只是当地婚嫁方式转变的一个方面，从事废旧塑料加工的生计方

式还影响着当地村民的初婚年龄。据当地村民介绍，在“散乱污企业”兴盛时期，村里的适婚年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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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鞋底是加工废旧塑料的来源之一，蒸鞋底是指给这类废旧塑料产品加热，以便重新熔铸。



18～19 岁，20 岁以后就成为了大龄青年，这比周围其他村庄的平均适婚年龄早了 4～5 年，这一情况直

至国家开展“散乱污企业”治理才有所好转。
“要不这村里小孩结婚，为什么都结婚早啊，觉着家里边儿有个十万二十万的经济富裕。计划生

育超生了人家罚点儿，‘给你吧’，有钱挣了。所以现在村里的小孩结婚，就跟走出了五六里地去就不

一样，别人家的姑娘小子结婚最少得个二十二、二十三，在楠村的呀，你要是二十岁，这就是老姑娘

了”。( 访谈对象: 椆村村民，CZP，男)

最后，是子女教育。废旧塑料加工行业兴起的时候，村里并不注重对子女的教育: 一方面，年轻的

夫妻忙于废旧塑料加工生意，子女交由老人管教，对孩子的教育无暇顾及; 另一方面，这些人认为家里

开着废旧塑料加工厂，孩子成年后可以接手家里的生意，只要能识字、会基本的算术就可以，读书多少

没有关系。但是国家对废旧塑料加工行业进行治理之后，人们意识到这一行业无法长期为继，孩子们

无法继承父母现有的生计方式，必须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才能到城市里谋求好的职业，否则就没有收入

来源。因此，村民对孩子的教育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俺们村干这个的时候好几年不出大学生。他上北京( 收购废旧塑料) ，也不管小孩子们，不愿意

上拉倒，不愿意上( 学) 上北京( 收购废旧塑料) ，也能吃饭。现在不干( 收购废旧塑料) ，就没别的办

法了”。( 访谈对象: 椆村村民，CGQ，男)

综上所述，从生活环境主义的视角看，“散乱污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不仅仅是因为村民环境意

识和环境关心水平较低，关键在于它成了村民的一种生计方式且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形塑村民生产

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渐从单纯的经济活动发展成一种文化形态，根植于村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实践。

为凸显这一属性，笔者将这一经验现象重新命名为“生计型类企业”。下文将对生计型类企业的社会

后果进行归纳总结。

六、“生计型类企业”的社会后果

“生计型类企业”起初仅是村民的一种补充性非农业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资源的变化，

逐渐成为村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唯一来源，村民把除日常开销以外的几乎所有经营收入和家

庭积蓄不断地投入到企业当中( 修缮厂房或扩大生产) 。家庭成员将原本分散在务农、在本地打零

工、外出务工等诸多方面的时间精力集中在企业生产上，所有成员形成了统一的劳动方式。最终，生

计方式衍生出一种与之相适的生活方式: 家庭里的男性劳动力定期到周边地区的垃圾回收站购买废

旧塑料，女性劳动力联络运输车辆同时负责家庭照料，原材料备齐后女性劳动力负责按类别分拣，男

性劳动力使用简单的设备将其加热融化后切割成粒做成初级产品，再由女性劳动力联络购买货物的

客户。如此一来，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形成一个兼具资源回收利用和污染排放的“闭

环”。这种生活方式一方面符合节约和废物利用的亲环境理念，另一方面又制造出大量的污染物破

坏着生态环境。

上述情况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出现，日益成为普遍性的日常生活方式，最终扩展到整个社区，形成

了一种文化形态，被群体接受，在群体内共享，成为群体中普遍性的价值和行为模式，牵一发而动全

身。村庄内广泛建立起经营“生计型类企业”的正当性: 首先，把周边城市制造的垃圾运回当地是“牺

牲一个村，造福周边一大片”; 其次，把废旧塑料重新加工铸成新的器皿节约了能源，此外经营企业的

可观收入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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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在很早的时候还引进这些企业，招商引资过来，给老百姓致富，政府说这是合法的，最近政

策越来越严，才不合法了。十好几年之前，引进产业，带动多少人致富，乡镇汇报时候还说带动多少老

百姓副业，那会不讲究环境这个。老书记说当时汇报时候还是个亮点”。( 访谈对象: 镇环保所所长，

CGJ，男)

这种文化适应了当地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和日益枯竭的自然环境资源，符合当地人对经济环境的

认知水平和改造能力，因而向新的世代流传，下一代也认同和共享上一代的文化。村民的劳动技能大

多向父母习得，理想的劳动类型是既可以获得家庭收入又可以满足家庭照料，而外出打工或者在企业

上班则需要家庭让位于工作，运营家庭作坊则更加灵活，可以自由安排劳动和家务，符合其劳动想象

和潜移默化中形成的理想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父辈对此的认知不断在新一代中渗透和深

化，在村庄的日常秩序、权力结构、关系网络中“生计型类企业”的合法性日益牢固。村民普遍认为经

营“生计型类企业”具有合法性，对个人而言是践行节约资源的传统美德，在家庭方面便于家庭照料

利于家庭和谐，对本地而言提高了经济水平，对周边地区而言减轻了其环境负担。经营好企业不仅得

到他人的认可，还得到地方政府的肯定，而企业产生的大量污染则被有意无意地淡化和忽视了。

上述状况的直接后果就是影响环境治理，不难想象在村民已经建立广泛认同的背景下，政府指出

其污染事实并对其取缔时所遭遇的阻力。根据该地环保局历年工作报告，最晚从 2005 年起就开始对

这一行业进行治理，十多年间市环保局、乡镇、“村两委”尝试了各种不同的方法，但是“生计型类企

业”犹如野草一般“春风吹又生”，即便在严格的行政指令下，仍然体现出极强的顽固性。这不仅仅因

为“生计型类企业”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更因为其带有的生计属性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和

文化形态，因此村民采用非制度化手段、弱者的武器、“游击战”等形式坚持从事这一行业。

综上所述，“生计型类企业”的社会后果既包括在个人角度生计方式和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也

包括在群体角度经营“生计型类企业”的合法性观念通过权力结构、关系网络不断巩固形成地方性文

化，最终对环境治理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七、结论与讨论

“散乱污企业”因其自身的独特性和政策导向性，具有学术研究和治理实践上的双重意义，但是

目前学界对“散乱污企业”的关注程度和研究水平与其本身的重要性存在较大落差。一方面，在使用

“散乱污企业”的定义时，尚无规范的学术定义，而是沿用政策文件中的一般概念，其中“规划”“审

批”“排放”三个要素的充分必要关系并不明确; 另一方面，在指代这一现象时，通常使用“产业集群”
“小微企业”“手工作坊”等概念，概念使用的分散不利于将现象放在现象群进行更高层次的抽象和归

纳，因此有必要对现象进行概念化，并明确指出其定义和属性。

本文使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按照典型性的标准选取兼具“普遍现象的共性类型”和“反常现象的

共性类型”的华北地区 D 市作为田野点，通过对从业者、治理者等相关主体的访谈，对“散乱污企业”

的产生、发展及其环境后果进行了分析，发现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乡镇企业蓬勃兴起的背景下产生，

以由人带户、由户至群、由群及村的方式形成产业集群，对当地的生态环境特别是空气和水源造成了

严重的污染。但是当地村民宁愿承担环境和健康的风险仍旧从事这一行业，对此，笔者采用生活环境

主义视角，从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分析这一环境问题的生成。

研究发现，“散乱污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地村民主要的生计方式，这种生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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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并且形塑村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首先，是家庭收入，经营“散乱污企业”以及从事相关的工作给

家庭带来可观收益，在务农收入日益无法满足家庭物质需求的背景下，补充性收入逐步成为家庭收入

的主要来源，决定着家庭的经济水平。其次，是社会交往，“差序格局”是中国农村社会交往的典型特

征，但是从事废旧塑料加工之后，其社会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塑料交易活动中具有更多资源

的村民在社会交往当中具有更高的地位。再次，在婚嫁方面，村里“入赘”现象比较普遍，由于从事废

旧塑料加工的村庄经济明显好于其他村庄，本地女子大多不愿外嫁，村庄居民初婚年龄较早。最后，

在子女教育方面，村民并不重视子女教育，因为辍学之后可以经营作坊为生，废旧塑料加工成本较低、

工艺简单、易学易会，并且能够获得可观的收入。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将其重新命名为“生计型类企业”，并进一步分析了其社会后果。“生计型类

企业”成为家庭成员共同且唯一的生计方式后，衍生出一种与之相适的生活方式，家庭主要劳动力围

绕生产进行家庭分工，一方面回收废物进行资源再生，一方面又在生产过程中制造污染，形成了兼具

亲环境和破坏环境两种矛盾属性的生活方式。随着这种生活方式在越来越多的家庭中推广，村庄内

逐渐形成了关于“生计型类企业”合法性的文化形态，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生产方式践行了节约资源的

传统美德、造福了从业者、提高了当地经济水平、为周边地区的环境问题作出了贡献。因此，这一属性

是这类企业环境治理困境的根本原因。

对这一现象进行概念化仅仅是研究的起点，对“生计型类企业”的分析还有许多未尽的议题。
“生计型类企业”的环境行为逻辑是什么? 生计行为和形态与环境行为和后果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其兴起与社会转型的背景有何联系? 在当前铁腕治污的背景下“生计型类企业”的环境意识是否有

所提升? 如何规避环境风险和制度约束? 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环境治理? 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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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velihood Attribute of Scattered Pollution Enterprises : Basing on A Case Study of Rural Areas in North China
LI Yang，XIAO Chenyang

Abstract: Research on " scattered pollution enterprises" belongs to the field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t is a crucial part
of the current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practice． However，the current research has not paid adequate attention to this phenomenon
and there has not yet been much effort to formally conceptualize it． Borrowing insights from the Life Environmentalism，we conducted
a case study of rural areas in north China and propose to rename " scattered pollution enterprises" as " livelihood semi-enterprises
( LSE) " ． Macroscopically，LSE is a major source of air pollution． Microscopically，pollutions from LSE cause serious harm to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residents' health． As a primary way to make a living，LSE has profound effects on local residents'
income，social interaction，marriage，education and so on; local communities developed a LSE-dominated lifestyle，which is both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 resource recycling and conservation ) and damaging ( heavy local pollutions ) ． Moreover，LSE gains
legitimacy and help form a local culture through power structure and relationship network that in turn sustains LSE，which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 governance dilemma we are facing．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Tes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Pollution:
Based o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Provincial Panel Measurement Model

ZHOU Zhengzhu，LIU Qingbo，WANG Yunyun
Abstract: The paper uses data from the provinc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4 to 2017，and uses panel metering
models to examine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s of per capita industrial " three wastes" and per capita GDP，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control variables such as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first，There is an inverted
" U" cur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 capita industrial waste gas emission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per capita GDP．
Among them，the per capita GDP of Shanghai，Jiangsu and Zhejiang has exceeded the turning point． Second，Per capita industrial
solid waste production，per capita industrial wastewater discharge，and per capita GDP are in an " N" curve relationship． Among
them，the per capita GDP of Shanghai，Jiangsu，and Zhejiang has exceeded or approached the second turning point． Last，
Increasing the control variable does not affect the shape of the curve，but only increases or decreases the turning point of per capita
GDP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varies significantly among cit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not only expands the test objects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but also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The main conclusions provide
certain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hen they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ow doe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mprove Eco-efficiency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MA Jun，ZHOU Panchao
Abstract: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has double effect on urban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 space． Taking 107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as study subject，in this paper，super-SBMeco-efficiency index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dexes are measured
and then，generalized dynamic spatial panel econometric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analyze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on urban eco-efficien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urban eco-efficiency has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 and
negative hysteresis effect，and there exists a ladder difference among the river basins． The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cities in the lower
reaches is generally higher，while that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is obviously improved．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accelerates eco-efficiency improvement from aspects of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 and negative hysteresis effect，however，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reflects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 and exerts heterogeneity effect to eco-efficiency in different basins．
Simultaneously，with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level，the acceler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o eco-efficiencies'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esearch on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edibility LIU Hedong，LIU Quan
Abstract: By constructing the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credit governance，contract governance and government
governance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using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and simulation to analyze and verify the
effects of key factors in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we find that the credit of the cooperative parties in the credit
governance，the income distribution coefficient in the contract governance，the compensation coefficient for breach of contract，the
cooperation bonus in the government governance，and the degree of punishment for breach of contract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operation behavior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s． The cooperative investment cost in contract governance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operative behavior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Based on this，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cooperative behavior of industry，science and research．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Orienta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ased on Meta Analysis

YAO Shanji，FU Cai
Abstract: Based on a reference to thirty-seven papers from major databases at home and abroad，such as Zhiwang．com，EBSCO and
so on，with a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orienta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this paper make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orienta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y the method of meta-analysis，and explores the
market-oriented dimension division and industry factors，as well as the regulation effe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there is a moderat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arket orienta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roactive market-oriented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higher than that of
responsive; the market-oriented dimension division and industry factors have a significant role in regul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is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orienta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influenced by the market-oriented dimension and industry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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